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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以来，中外世界史学界围绕世界历史分期问题展开讨论。国外学界比较具代表性的分期方
案有体现“现代性”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分期、以交往和联系作为关键逻辑的“世界体系”和
“全球史”分期、佩里·安德森的“过渡期”分期及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主观化分期等。国内比较有代表
性的则有以“社会形态”演进为主线的苏联式世界历史分期、以纵向和横向“联系”发展为主线的吴于廑—
齐世荣世界历史分期编纂实践和现代化—文明史的历史分期等。国内外的世界历史分期出现了某种呼应和共
识，但要解决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仍需回到探讨世界历史变迁有无普遍规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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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通史著作或带有部分通史特性的史著 ( 如各种专门史、断代史) ，都需要把漫长的历史过程
划分成若干个时期来叙述。表面上看，这似乎并未带有任何历史观或价值观的预设。但事实上，无论
史家做何种历史分期，都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某种衡量、筛选历史的尺度或标准，都不能不依赖于某种
历史观，也就有可能蕴含后现代理论家所说的对某种权力、秩序的认同。因此，所谓历史分期，就是
史家以不同理论范式为尺度，在历史记录中置入时间或时代的分割点，以划分世界历史时段的做法。

历史分期有其实际功用，它能帮助史家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使读者更易理解世界
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有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作“分析棱镜”，通过它可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各种有意
义的集合，以更好地揭示事件或趋势发生的原因。① 但 20 世纪以来，国内外世界历史领域出现了多
种历史分期观，所以，近年来围绕世界历史分期观展开的讨论亦算比较热烈。这场讨论揭示出，历史
分期虽然是个“老”话题，但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包括各种分期依据的理论范式是什
么，分歧何在，哪些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已得到初步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等等。故
有必要对这场讨论进行认真总结。

本文拟在总结和讨论 20世纪以来，中外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历史分期方案的基础上，对怎样
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构建科学的世界历史分期体系做一些探索，以供学界同仁批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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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糊”的 “克里奥酒店”: 不断变化的历史分期

在世界历史分期的相关讨论中，有一个形容词出现的次数最多，那就是 “模糊”。如彭慕兰以
“朝向模糊的分期”为文章的节标题，① 如美国《世界历史》杂志编辑杰里·本特利则认为有种巨大
的模糊性包围着世界历史，② 又如劳伦斯·贝斯曼认为分期具有双重模糊性，一方面，因为其模糊，
才好用;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模糊，才什么都不是。③

历史分期的“模糊性”及争议性是近现代历史学面临的一个老问题，这似乎与史家多少有些轻
视对“时代”的研究有关。1895年阿克顿勋爵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就提出 “研究问题比研究
时代 ( periods) 更重要”，但矛盾的是，他的论述中又不断使用诸如 “中世纪”这样的 “时代”概
念。④ 这表明历史学家无法在离开 “时代”划分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历史认识。尽管如此，1940
年代，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仍赞成阿克顿的观点，认为那些 “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们全
都是在研究时代; 他们对于某类一定范围的事件收集了全部现存的证词，并枉然希望着从其中会产生
出某些东西来”⑤。

虽然存在因历史分期“模糊”或轻视 “时代”研究，而导致主张放弃探讨历史分期的声音，但
当代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历史分期仍有重要作用。第一，它将历史过程概念化，并赋予其特定历史意
义，还为“历史研究、教育学和学术提供足够的学术真实性”⑥。史家选择某些事件作为标志，以建
立时间框架，并为历史变化赋予基本主题。⑦ 第二，分期仍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数据排序和分析方法，⑧

通过对时段的划分，可定义同类事件。⑨

1970年代后，历史分期讨论受到了西方史学后现代 “历史叙事”转向的影响。叙事理论认为，
世界历史分期与宏大叙事有密切关系，它是宏大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框架”和“结构”。后现代历
史叙事基于“线性”与“复线”两种不同的世界历史宏大叙事框架，将历史分期分为两类: 线性叙
事的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整体上是一个线性、连续的事件系列，表现的是世界历史起源的关键事件 A
如何通过一系列关键事件或步骤 B、C，到达故事的终点 D 的。所以，历史分期就是寻找合适的标志
性“事件”来断代，并阐明其关键意义。瑏瑠 而复线叙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单一线性的，
而是“由过渡和转换组成。每一个都有特定的时间结构和动态、独特的转折点与空间位置———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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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之为地方时间”①，因而，历史分期是多样性的甚至是断裂的。“复线”与 “线性”世界历史
分期的主要区别在于: ( 1) “多个时间尺度”与 “单一线性时间尺度”。 ( 2) “更复杂的推测”与
“简单的时间重合或连续”。( 3) “强调偶然性、互动关系、多样时间的解释框架”与 “简单解释发
生了什么、按时间排序的动作和事件”等。②

大部分史家虽承认历史分期很重要，但对如何“分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正如大卫·
布莱克本所说，分期是历史学家建构的产物，他们总被此前历史学的分期所包围，但这个分期的整体
框架总在变化，“旧的未去，新的又来”。他将这种现象形象地比喻为 “历史女神克里奥开设的酒
店”: “我们应该想象一个大酒店，新客人不断入住，老客人却从不离开。”③

二、西方学界的世界史分期

1. “古代—中世纪—现代”的“现代性”三段论分期
在 20世纪的历史分期中，“古代—中世纪—现代”的 “现代性”三段论分期，是历史最为 “悠

久”的一种分期方案。它萌芽于文艺复兴，奠基于 18、19 世纪史学的专业化，至今仍然发挥着较大
影响。

14世纪的彼得拉克认为，410年罗马沦陷后的这段历史时期是黑暗且邪恶的。因此，他把欧洲历
史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另一个是“黑暗时期”。15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比昂
多则将后者命名为“中世纪”，并在 16 世纪得到乔治·瓦萨里和让·波丹的支持。④ 1666 年，荷兰
历史学家霍恩纽斯 ( Georg Hornius) 首次在著作中采用了 “古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论分期。
1696年德国历史学家塞利留斯 ( Christophorus Cellarius) 则通过他的《新历史》一书，让这种分期广
为人知。此后，随着 19世纪末欧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全球扩张，欧洲史学的 “三段论”分期得以向
全世界传播。⑤

但 20世纪初期以后，三段论分期受到很多西方学者的批评。对斯宾格勒来说，倘若历史分为
“古代—中世纪—现代”，将成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无物且又毫无意义的体系”，西欧成为一
个坚实的“极”，其他“千万年来的伟大历史和遥远的强大文化”都围绕这个 “极”旋转。⑥ 汤因比
认为，这种“竹节”式的“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公式是错误的，完全是以地中海和欧洲的时空取
代“世界”。⑦ 科泽勒克认为，由“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构成的三位一体，让人们屈从于 “一种神
秘的模式”，并成为一些著作默认的结构。它对解释事件与持续的时间流没有任何直接用处。相反，
造成了历史的“非同时性”或者“时代错乱”，故必须要从理论上澄清宏大叙事时间结构与具体地
区、具体问题间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历史学才会前进。⑧ 叶杜泽夫则认为，现代性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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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欧洲历史经验，如果三段论分期是有限的和特殊的，那么如何能够基于它，设想一部世界历
史?①

正因三段论分期隐藏着某种欧洲历史经验偏好，故容易出现各种偏差，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二元对立”倾向。通过三段论分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类型: 一类是欧洲、西方、

白人、男性和精英上层，另一类则是东方、非欧洲、“有色人种”、女性和庶民中下层。两类或者处
在某个宏大叙事或比较的两端，譬如 “专制”与 “民主”、 “野蛮”与 “文明”; 或者时代不同步，
譬如“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但领先者总是落后者的发展目标和终极归宿。

第二，单方面的“遮蔽”。从新石器时代和古代文明，再到信息革命和全球经济，世界历史叙事
往往由“起源”和“革命”驱动。三段论及其细分的各种时间表侧重于表达 “西方”的各种 “第
一”，而有意淡化了其反面，如“暴政的奠基者、种族灭绝之父或生态破坏的始作俑者”等。② 世界
历史由此显得像一幕节奏缓慢的“进步”喜剧。

第三，对“现代性”的偏好。世界历史似乎注定只会朝“现代”这唯一的方向前进。这是 19 世
纪以后许多史家所共有的 “旧黑格尔主义路线”。对黑格尔来说，历史不仅通过时间，而且通过空
间，展现绝对精神从亚洲起源到欧洲结束的过程。自从他把世界历史的起源指定给了亚洲，把世界历
史的实现指定给了欧洲，东方就变得静止或沉睡。

虽然“三段论”分期具有偏差，却仍像一件紧身衣一样，牢牢地裹住了西方学术界。它不但决
定了历史学系结构、研究生培养方案、专业协会组建和专业期刊出版等，还决定了人们如何想象和感
知事物的开始、中间和结束。“这是阴险的。其中既有强大的既得利益，也有纯粹的惰性。”③ 因此，
自 19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各种替代与反思现代性三段论分期的世界史框架。

2. 基于交往—联系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史”分期
二战之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现代性三段论历史分期被削弱。1970

年代基于资本主义贸易和劳动分工的“世界体系论”和 1990 年代后强调全球互动联系日益紧密及相
互依赖的“全球史”，先后两个波次推动 “整体”世界史或 “全球史”的发展。二者的共同之处是，
都侧重于从“交往、互动与联系”的“整体” ( “体系”或 “网络” ) 角度，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发
展，并试图为当代一体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寻求一种新历史背景表述。④ 故笔者将它们归为一类来
分析。

( 1) 世界体系的历史分期
1974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体系论的开创者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主要关注的是，一个以西欧

为核心区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是如何在 16世纪以后实现全球主导地位的。沃勒斯坦认为，16 世纪之
前只有世界帝国，之后却以贸易和劳动分工为基础，形成了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基于这种理
解，他初步将世界体系分为“四个主要时代”: 1450—1640 年，为 “世界体系的起源和早期状态”;
1640—1815年，为“世界体系的巩固”; 1815—1917年，为 “世界经济体转变为全球性事业”; 1917
年至今，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巩固以及这种巩固引发的特殊‘革命’的紧张局势”。⑤

对沃勒斯坦的世界历史分期，西方学界的批评主要有两点: 第一，学者们虽然支持沃勒斯坦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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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因素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基本逻辑，但认为这种 “以贸易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
济体系，在前现代的非欧洲地区也曾有过。其中虽有军事、文化力量的作用，但主要是经济因素。①

第二，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里，欧洲国家及其代理人始终是动态和主动的，而被世界体系卷入的非
西方社会则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因而，西方核心区与非西方的半边缘、边缘区之间的交流是单向
的。非西方地区被简化为遥远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故仍有欧洲中心论之嫌。②

此后，受沃勒斯坦影响，珍妮特·L. 阿布－卢格霍德 ( Janet Lippman Abu－Lughod) 于 1989 年出
版了《欧洲霸权之前: 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一书，提出了另一个世界体系的版本。她认为欧
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前，在 1250—1350 年的亚洲就曾存在一个亚洲贸易体系。③ 但在解释亚洲贸易
体系缘何会被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取代时，阿布－卢格霍德并不是从商业、经济和贸易角度出发，而认
为是历史的偶然性，例如亚洲鼠疫的流行 ( 欧洲称为“黑死病” ) 、蒙古贸易路线的崩溃和中国明代
宫廷的政策等，造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根本性转变④。A. G. 弗兰克 ( Andre Gunder Frank) 和巴里·
吉尔斯 ( Barry Gills) 则将世界体系的时限上推至距今 5000年前，认为在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等
每个地区，都曾有一个霸权中心、内陆腹地和从属外围带的 “世界体系”结构。中亚曾经是连接地
中海世界和亚洲的三条贸易路线的中心，直到 1500 年之后，被西半球的世界体系取代。转化的原因
则是来自于技术优势的转移。⑤

对于沃勒斯坦开创并由其追随者不断阐释的世界体系而言，虽然通过强调 1500 年前非洲、亚洲
等非欧洲地区就已存在世界体系，部分地摆脱了西方中心论，但仍然有其缺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
过分重视“体系”和“结构”，却未能解释世界体系得以产生的历史原因。“沃勒斯坦拒绝认真对待
文化、偶然性或人为因素，这意味着尽管他有宏观分析的雄心，但他对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方法最终主
要是描述性的，在解释方面却不令人满意……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当结构作为人类能动性的替
代品时，历史背景和因果关系都变得无法理解。”⑥ 第二，低估了本土力量在塑造世界体系中的作用。
虽然地区贸易体系中的剩余产品交换，可能会有利于核心区的物质积累，但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 相
较于古代社会的其他变迁动力，贸易交流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 贸易带来的剩余产品积累在社会总体
剩余积累中，到底能占多大比例? 世界体系内的剩余产品交换，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本土力量的文
化习惯、价值体系和宗教取向?⑦

( 2) 强调互动联系的全球史分期
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之外，二战之后特别是 1990 年代后，还出现了一种强调全球互动联系

的“全球史”分期。林恩·亨特在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已注意到，“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
( 引者按: 英语学界) 书名中带有 ‘全球化’字样的书籍还是凤毛麟角; 但是，到了 20 世纪 90 年
代，该类书籍急剧增加，一直延续到 21世纪的头 10年”。她认为，1985—1991 年间苏联的解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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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兴起的信息产业经济，让“全球化” ( 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 填补了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
和共产主义分裂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是新的“全球”世界历史兴起的原因。①

在全球史分期方面，可以分为非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两种取向。
非西方中心论的分期，试图通过将全球互动联系的时间上推至 “现代”以前，试图在历史变迁

动力上，通过强调“多文明”“互动”以及 “非西方”的作用，来达到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目的。如
威廉·麦克尼尔强调文化、生物、通讯技术等在促进全球联系上的作用。他认为在第一个大阶段，公
元前 1700—公元前 500年左右，一个中东世界体系发展起来，印度、希腊、中国三个外围文明也随
之发展起来，此为变革扩散的古代时代。第二个大阶段，公元前 500—公元 1500 年，欧亚文明处于
均势，欧亚连接成为“生存圈”，此为区域间平衡的中世纪时代。第三个大阶段，西方统治的时代，
从 1500年至今，此为西方起飞和全球统一的动荡现代时代。② 而杰里·本特利则认为，世界历史
“联系”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和长途贸易”三个关键过程，由六个主要时期组
成: 早期复杂社会时代 ( 公元前 3500—公元前 2000 年) 、古代文明时代 ( 公元前 2000—公元前 500
年) 、古典文明时代 ( 公元前 500—公元 500 年) 、后古典时代 ( 500—1000 年) 、跨区域游牧帝国时
代 ( 1000—1500年) 和现代时代 ( 1500 年至今) ③。大卫·诺斯拉普则把世界历史分为两个时代:
1000年前是由分歧主导的时代，1000 年以后则是趋同时代。④ 安东尼·霍普金斯在其编著的 《世界
历史上的全球化》一书中，将全球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 1) 多区域中心的 “古老全球化”时代，
从古代一直延伸到 16世纪。( 2) 欧洲 “原始全球化”时代，16 世纪到 17 世纪。( 3) 现代全球化时
代，从工业革命至今。⑤ 约翰·霍布森则将全球化区分为 “东方全球化” ( 500—1830 年) 和 “西方
全球化” ( 1830—2000年) 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全
球化” ( 500—1450 年) 。这一阶段中，1100 年以前，中东、北非为主导。第二阶段，早期全球化
( 1450 /1492 —1830年) ，由中国主导，但西方开始兴起。第三阶段，现代全球化 ( 1830—2000 年) ，
由欧美主导，日本和中国复兴。第四阶段，后现代全球化 ( 2000—?) ，中国和印度上升，欧美地位
下降。⑥

而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分期，则偏好以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与 19世纪资本主义的“自由贸
易”和“帝国扩张”等作为分期的标志和依据。⑦ 此种分期观点认为，重大全球互动的例子应从 15
世纪末特别是 1492年后建立的美洲和欧亚大陆划时代的相互联系开始算起。杰弗里·甘恩认为，“第
一次全球化正是随着哥伦布和达·伽马航行后的欧洲扩张而开始的，此后非—欧—亚洲 ( Afroeur-
asian) 内部的相互联系才日益加深”⑧。而更细致的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分期则几乎成了欧美历史的
大事年表，如 1492年、1521年、1571年、1648年、1789 年、1848 年、1873 年、1913 年、1929 年、
1945年或 1973年。⑨ 布鲁斯·马兹利则认为，“欧洲国家是探索与开发地球的主要机构……全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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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阶段是由民族国家这一形式实现的……新大陆的发现，麦哲伦随后在 1517—1520 年的环球航行
以及后来的远东发现之旅”①。汤姆·弗里德曼则用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和 “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
作与竞争”等划分全球化的三个时代。②

包含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广义全球史与 “现代性”三段论历史分期的不同在于，它从后者强调的
由欧洲或西方推动世界历史的整体“进化”，转向重视不同民族的 “互动”与 “相遇”，试图通过强
调“全球化”是一个由众多参与者“互动”创造“体系”或“网络”的全球进程，来摆脱西方中心
论。③ 但从其具体史学实践看，很难说这一目标已经达成。首先是其无法否定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化
大生产”“工业革命”“民族国家”等经济、政治要素在推动全球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因而在划分全
球化分期节点时，仍无法脱离 1500年和 1800年等相应时间与事件节点，最终历史叙事上仍是在阐明
“全球化”需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17 世纪科学革命和启蒙哲学等。④ 其次，即使是强
调非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历史分期，其总趋势也在证明，随着全球化的世界推进，欧美等 “西方”
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最终仍不得不以欧美为中心。⑤

此外，在全球史的叙事分期中，还隐含着一种对 “互动”和 “联系”的偏好，并由此钟爱那些
“互动”“联系”良好的社会、区域或者时段，这易导致历史评价上的偏差。例如它可能高度评价中
国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代，而对于停止海上探险、停止与世界联系的中国其他时代，例如 1793 年乾
隆皇帝对英国通商提议的拒绝，就评价较低。在这种重视“联系”的逻辑下，“排外”的中国很易被
全球史叙事视为已偏离了世界历史的主要方向。作为这一逻辑的反例，日本倒是在 19 世纪加强了与
西方世界的联系，却最终导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产生。⑥

3. 佩里·安德森的“过渡期”分期理论
西方虽然有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相结合，特别是提

出不同于苏联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推动力的五种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的分期理论并不多见。佩里·安德森
是其中一位，他主要围绕着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近代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本主义
向后现代资本主义三个“过渡时期”开展工作，并由此提出世界历史的相应分期。

安德森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演进僵化地理解为线性演进模式。“要想揭开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在欧洲出现的秘密，就必须坚决抛弃任何简单的进化概念，即认为一种较低的生产方式被一种较
高的生产方式所包摄，一种生产方式完全是通过一种有机的内在连续过程而自发地产生并取代另一种
生产方式。”⑦

在能否使用“社会形态”划分世界历史的问题上，安德森的变化在于，他试图打破生产方式与
社会形态间的固定呼应关系，而是强调某一具体社会形态下，可存在多种生产方式的组合。例如中世
纪就仍存在古代和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中则有古代和封建生产方式。⑧ 而在多种生产方
式的并存与组合中，总有一种是压倒性和主导性的。“历史的实际运动绝不是从一种纯粹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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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简单转变: 它总是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形态，在其中又有若干种生产方式相
互交织在一起，尽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①

无论是以社会形态还是以上层建筑为依据，安德森认为都很难找到一个世界历史所共同遵循、整
齐划一的时间“分期”方案。历史分期“基本的统一性是真实而深刻的，但是这不是一条直线上的
统一”。例如，就欧洲的绝对主义来讲，各绝对主义国家的“重大结构在时间上的巨大差异必然呼应
着它们的构成和演变的深刻差异”。②

在重视非西欧、非欧洲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安德森试图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历史学的
实践经验相结合，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既 “一般地”又 “具体地”考察欧洲历史与世界历史的
“模式”以及各地区间的 “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从而克服苏联式的僵化 “社会形态”分期。“欧
洲大陆相对‘落后’地区 ( 东欧) 的发展向更 ‘先进’地区投射出不寻常的灯光，往往提出西欧内
部的，被纯粹的西欧内省的局限所掩盖的新问题。”③

但安德森在摆脱僵化社会形态分期的同时，又陷入一种新的西方中心论之中。
首先，就其研究的中心——— “西方”历史而言，其历史分期的主线仍是基于 “古代—中世纪—

现代”的三段论。相应的基本叙事线索: 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奴隶制发展为有组织的
生产方式，正如它在希腊一样，开创了罗马文明的、真正的古典模式，达到了其权力和文化发展的顶
点”④。此后，奴隶生产方式的瓦解与蛮族入侵后的原始生产方式混合，产生了封建生产方式。⑤ 文
艺复兴后，通过“古代” ( antiquity，尤指希腊罗马时期) 与封建主义的结合，诞生了资本主义。⑥

而后，到 20世纪后期出现后现代主义。⑦ 倘若只就西欧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西欧历史分期是能自圆
其说的，但若考虑到作者常持有的，基于军事压力或殖民压迫征服，其他地区也会被裹挟入这一进程
的文明扩散论调，就又回到了西方中心论的老路。

其次，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在欧洲 “独一无二”地出现，是源自 “古代和
封建主义的联结”。这本来是他反对僵化线性进化史观的立论之基，但在具体史实论证中常详于欧洲
而疏于其他地区，且常从西欧历史经验去考察非西方，结果就演变成了一种 “西欧 ( 典型) 与非西
欧 ( 变型) ”的对比，并最终将这种欧洲经验的历史独特性，论证成某种 “命定性”。“在这个关节
点上 ( 引者按: 文艺复兴) ，由于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新世界的发现，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了一种彻
底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就“使欧洲有别于日本 ( 更不用说伊斯兰或中国) 的经历。”⑧ 最
终导致的是这样一种推论: 只有欧洲才恰好有这种适合资本主义、适合绝对主义国家产生的 “生产
方式组合”，并进而发展出资本主义，而其他地区则不行。

4. 解构“人为分期”和“复原野蛮人历史”的后现代分期观
1970年代，后现代历史叙事论兴起后，对现代性三段论和全球史历史分期框架均表示了质疑。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三段论分期依赖的是 18—19 世纪，以 “理性和科学”为基础的西方胜利主
义，而包括世界体系在内的全球史在重构世界历史的时间和空间模式上也并不成功，它们仍然受到现
代性世界叙事的深刻影响。基于这些认识，后现代主义着力解构现代性与全球史世界历史分期中，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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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时间同质性和目的论等宏大叙事认识的前提和逻辑。
( 1) 历史分期是用“情节”弥补世界历史的异质性与混乱性
后现代主义将历史分期看作史家强加给世界历史的一种主观修辞结构。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与

现代史学“开头和结尾”的分期手法本质上建构了一种命名、选择和排斥的修辞，它成了一种对特
定事件排序的预设结构，目的在于论证现代性启蒙的合法性。如福柯认为，当历史被划定为某些特定
阶段时，这些阶段就具有了宏大叙事的功能。它决定了一种 “总体历史的任务”，即发现某个具有
“内聚力”的中心，以建立“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的全面描述。① 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应打破
现代性分期，赋予世界历史以开放性意义。

后现代主义认为，分期时间并非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 “历史时间”，而是具有某种情节预设的
“叙事时间”。真实历史时间的发生和体验原本是 “不协调”的，但通过历史分期，历史学家可以
“综合”各种“异质”，令“历史中的活动者、目的、手段、互动、环境、意想不到的结果”等不同
元素在历史叙事中协调起来。② 如保罗·利科就将分期看作史家运用“时间”编排和设定历史叙事情
节，为真实历史“塑形”如同“整容”的一种表现手法。史家 “借助这些概念……来调整历史塑形
的新方式”。③ 海登·怀特也曾强调“历史时间”与 “叙事时间”的区别。“为了使一种对事件的记
述能够被看作一种历史记述，仅仅将它们按最初发生的顺序记录下来是不够的。”事件还应该按照另
一种“叙事顺序”进行重组。这样做的目的是“强加一种只有故事才具有的形式一致性，从而使实
在成为一种称心如意的东西”。④ 基思·詹金斯也认为，“过去从来就不是符合于某种演化的进程”，
“线性的过去是一种幻觉”。“现代主义的历史学那样努力发现过去”，尝试 “在干净、有序且 ‘进
步’的形态下将整个世界存于心中”，并 “将所有 ‘看似随意或灾难性的事件’”都一一剔除，从
而形成一个“好像被一部巨型的、能够覆盖整个世界历史的照相机记录下来”的叙事，“不仅不可能
而且完全不需要了”。⑤

在后现代主义学者看来，现代性之所以用三段论世界历史分期遮蔽历史的差异、多样性和断裂，
目的正是要通过世界历史分期这一时间情节，为过去赋予一种秩序感和连贯性，从而建构与维系某个
西方宏大叙事的认同话语。“对叙事连贯性的渴望，给原本支离破碎的史料强加了秩序，而叙事正是
在这些史料中形成的。”⑥ 亦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结束语中所说，西方文明对现代性宏大叙
事的勾勒，主要是出于一种恐惧: “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惧，能让人超越一切边界、断裂、转变和分
裂，去寻求西方先验历史的伟大命运?”⑦

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解构这些时间化的框架，才能够 “打扫干净了屋”，才能够让人们在
“过去”这片“神秘莫测的海上”自由航行，才能够让史家 “站在船头面对新鲜的事物”，而非遵循
一条既定的航道。⑧

( 2) 历史分期背后是权力、秩序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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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分期背后有着深刻的权力机制。现代性三段论分期代表的是 “白人、男
性、西方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是“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产生的历史秩序”。① 居于主导地位的
知识理论和修辞就是一种专制政治权力，而基于启蒙思想的现代历史元叙事正是这一知识专制组织的
基础。在史家寻找过去意义的同时，无形中也创造了一个包含知识和思想专制的总体框架。② 如保
罗·利科的看法，代表“宏伟历史”的是“宏伟时间”，其反映的正是“官方时间”“威望和权力”，
但这也恰是现实的“鲜活时间”的反面。“叙事中令人联想到宏伟历史……都与官方时间协调一致。
这个宏伟历史又分泌出我斗胆称作的宏伟时间，顺时序时间只是其听得见的表现。威望和权力形象属
于宏伟时间，它们构成……鲜活时间的反极。”③ 利奥塔则认为，现代性的历史分期有助于形成宏大
叙事的稳定性。“现代性不仅能在时间中自我超越，而且还能在其中分解成某种有很大限度的稳定
性，比如追求某种乌托邦的计划，或者解放事业的大叙事中包含的简单的政治计划。”他还认为，当
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分期时，建立的“时间政权……像部时间法规”，将 “有可能发生的”“正在发
生的”都安排得整整齐齐，从而体现现代性的基本主张。④

后现代主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20 世纪的现实变化已让欧美精英失去了对历史宏大叙事的控制
权，也失去了对当前身份和未来方向的把握。西方现在面临着 “野蛮人”回归的前景———西方曾经
是“野蛮人”，如今又面临着在政治和法律上与自己平等的非西方 “野蛮人”的包围。⑤ 因此，后现
代世界历史分期观不得不解决相应产生的两个问题。

第一，现代性宏大叙事瓦解后，还能否利用历史分期维系西方文明的认同? 后现代的主张是无须
再依靠那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非西方 “野蛮人”来充当 “他者”，而是转向依靠西方文明 “自身”
的“过去”，通过凸显“过去”与“当下”的差异，来维系自我认同。“当我们失去了那些我们曾经
利用过的地理和种族的‘他者’ ( 那些跨越海峡或海洋的外来 ‘外国人’，那些奴隶和原始的 ‘被殖
民者’，我们曾用他们来衡量自己的优越性)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需要寻找时间上的 ‘他者’———过
去的‘他者’，过去的人和价值观; 与之形成对比，我们可以继续定义我们自己。”⑥

第二，如何对待现代性宏大叙事瓦解后，世界历史叙事中出现的 “不连续性”? 后现代主义认
为，当世界历史失去了统一分期、宏大“官方时间”或 “时间法规”时，世界历史必然呈现不连续
性，但史家无须为此感到困扰和不安，因为“不连续性”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如福柯就认为，“不连
续性”在历史分析中可以发挥三种作用: 一是它可以成为史家的“有意识行为”与“系统假设”，这
“适合所有层次的历史分期”。二是“不连续性”可以是史家有意识的 “描述结果”，“而不是必须通
过史家的分析来消除的东西”，这有助于史家反思研究过程中的预设边界、转折点，或者用来打破某
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三是 “不连续性”并非两个数字之间的一段空白，而是成为史家的某种意识。
史家可以利用它个性化自己的研究领域，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范围时，可以有种种不同的非连续性认
识。这就让不连续性不再是历史研究的消极因素，而成为设定研究对象和验证历史分析时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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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①

总体来看，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分期观来处理世界历史，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 或者走向
“碎片化”，让局部和特定事物成为历史研究的适当主题; ② 或者走向真实和虚构混杂的 “时代错
乱”，这在破坏史学元叙事的同时，也将颠覆历史的因果关系。③

三、中国学界的世界历史分期

一般而言，自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学界才开始有 “世界史”学科的，此前则
多为“西洋史”或“外国史”。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情况，“根本原因是中国在近代大大落后了……从
1911年辛亥革命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似可称为世界史学科的萌芽时期。在这三四十年期
间，我国实际只有外国史 ( 更确切些说是西洋史) ，而无世界史”④。 “二战以后第三世界的崛起，
亚、非、拉美国家的历史受到史学家广泛关注……世界史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学科而得到史学
界的广泛关注”⑤。基于这样的一些判断，本文只关注新中国建立后，“独立的”“世界史学科”出现
后，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世界历史分期。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大体可以分为苏联式的由阶级斗争推
动的“社会形态”分期、重视 “横向发展” “联系”的吴齐本分期和 “一元多线”现代化—世界文
明史分期三大类。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基于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来克服世界历史
分期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而三者之间的关系则在于，后两种世界历史分期皆是为解决第一种，
即苏联式“社会形态更迭”分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而来。

1.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以“社会形态”演进划分世界历史分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国内世界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一种世界史体系是苏联于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它反映出当时马克思主义世界通史体系 “开创性”的探索，
也是苏联史学界此前几十年中“一项主要综合性成果”。此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后，对中国世界史学界
影响很大。⑥ 1960年代后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中国编写的世界史教材多是这个架构影响下的产
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中国学者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的 《世界通史》 ( 人民出版社，1962
年) ，因此这里将二者归类论述。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批判了欧洲中心论，认为它有三个缺陷: 首先，“否认了社会的
前进发展和世界史过程统一性的观念”。其次，“藐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反民主的倾向”。再
次，用“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东方与西方的人为的、任意的对立”代替了 “各个民族和文
化对其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真正相互作用”。⑦

苏联《世界通史》认为世界历史存在规律，即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形态演进。“世界历史上最宏
伟的变革———把对抗性的阶级社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剥削的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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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来观察一下有规律的把人类导至现在的发展阶段的全部路程，是特别有教益的。”① 这个有规
律的世界历史“路程”被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五种
社会形态。它演进的主要动力源自阶级斗争: “从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出现时候起，全部历史
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社会发展的每个主要阶段都有一定的阶级矛盾”。“全部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 只有通过了社会革命道路，摧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把政权转移到劳动者
手里，才能消灭剥削者的统治。”② 相应地，苏联《世界通史》以重要革命作为界定社会形态开端和
结束的标志和世界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如“资产阶级革命 ( 16 世纪的尼德兰革命、17 世纪的英国
革命和 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 的胜利”，如“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③

但这个分期方法也有自相龃龉之处。一方面，它想要实现 “世界史过程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并
建立世界历史的“科学分期法”。但另一方面，它又承认“不排除每个社会形态和世界史各个时期界
限以内极其参差不齐的具体的社会发展方式和途径”。④ 而且其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目标也没有实现。
“苏联史学家……尽管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的划分原则，但是具体的划分法仍然保留着西方资
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旧观点的影响严重存在。”⑤“实际上，苏
联《世界通史》排列全世界历史的根据，仍然是西欧的模式……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定合适。”⑥

在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下，1962 年，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也推出了中国版的世界通
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
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⑦ 此书秉承了《苏联通史》的模式，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矛盾作为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体现，阶级斗争、革命成为书写的重点。在分期上，此书同样主要是以革命
作为标志。“世界中古史 ( 或中世纪史) 讲述封建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时期的历史，上
自 5世纪后期罗马奴隶制帝国崩溃起，下迄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止……这两大事件对
世界历史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世界中古史断限的标志。”⑧ “世界近代史开始于 1640 年的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结束于 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⑨

但这个分期方案显然与苏联 《世界通史》有着相同的缺陷，那就是在解释世界历史分期统一性
与世界各地社会形态多样性的矛盾上，颇费气力。为了证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是世界历史必经的两
个历史阶段，不得不将世界历史硬往这个框架上套。结果造成奴隶社会在世界各地呈现 “千差万别
的特点”: 从公元前四千纪的古埃及开始，一直延续到 3—5 世纪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古代社会，却
未能回答既然是普遍规律，为何时间差距却这么大的原因。其他存在的问题，如未能包含中国历史，
只关注政治军事忽视其他领域，未能关注孤立的世界如何联系为一体等，也都有相关学术批评，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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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赘言。①

2. 强调“横向发展”“联系”的吴齐本
1994年，基于“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

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的思路，② 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出版了 《世界通史》 (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 ( 以下简称“吴齐本” ) 。此书被认为集中体现了 1980 年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成果。
这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国世界史学界弱化苏联式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 “社会形态更迭分
期”，转而强调基于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基础上，通过 “纵向发展和横
向发展”，“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观点下的产物。③

吴齐本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发展维度来理解。“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
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 “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
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
的”。④ 作为纵向发展的社会形态分期，在此前的世界史中，遭遇到困境: “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
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
短……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
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
然存在着分歧。”⑤ 故吴齐本颇具创新性地转向依靠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来划分历史分期，其主要的
逻辑和理论依据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
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
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⑥

“从分散到整体”横向发展的世界历史分期，解决了此前苏联式“社会形态”世界历史分期不能
尽纳世界各地社会发展进程多样性的不足。“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
与相邻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
态逐步突破的过程，也就是历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尽管各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打破闭塞
状态的程度和先后并不一致，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仍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规律性的意义。” “横向”
与“纵向”发展的关系在于，“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阶段的纵向发展，制
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联结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而 “横向发展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打开民族之间的闭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们向先进……社会形态过渡”。⑦

基于这样的思路，吴齐本的具体分期是古代史编 “全面阐述人类起源至 1500 年的世界历史行
程”，近代史编为 1500—1900年，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
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以及如何导致 “从地区隔绝向世界形成统一整体过渡的历
史”。⑧ 而现代史则因为一战、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推动的西方殖民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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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美日的崛起等标志性事件，将“20 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上限……它的下限暂时定在本世
纪之末”。①

吴齐本重视“横向”发展的新世界历史分期方案，是 1990 年代中国世界史学界颇具创新性的一
次尝试，也是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世界史编纂的新成果。但同样毋庸讳言，吴齐本仍然存在一
些局限: 一是它虽然摆脱了苏式僵化社会形态分期和现代性三段论式分期，但无论从叙事逻辑与写作
篇幅来看，欧美部分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仍难免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 “近代史部分 ( 1500—1900
年) 中，只有 183页 ( 占 910 页总数的 21%) 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余 ( 79%) 是关于
欧洲和北美的。”② 第二，虽然从联系的角度来思考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思路是对的，但在具
体的编纂实践中，常将“联系”因何而发起，又因何而起作用，等同为某种 “冲击—反应”的线性
逻辑。“只是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过去长期存在的各
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相对隔绝状态才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
等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③ 这就将世界近代史的叙事线索，
仍“归结为由西欧率先启动，独立推进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上建立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体系，还
创造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等，而其他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并根据自身的条
件做出反应。依然是冲击一反应模式”④。

3. 现代化—文明史的世界历史分期
这里之所以将国内“现代化”与“文明史”这两个主题的世界史编纂归为一类来评述，是因为

这二者的世界历史分期依据有颇多相似之处。如国内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什么是现代化时，认为现代化
是人类社会的一次转型，是“新的文明形式 ( 工业文明) 逐渐确立的过程”，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
明的转化。⑤ 而文明史在划分时段时，也强调“主要可以划分为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两大时代”⑥。
所以，当现代化理论将世界史分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时，文明史亦将世界史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
明和后工业文明，这几乎是同一个分期方案的同义反复。

( 1) “现代化”分期
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史观在出现伊始，是一种 “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它同样是国内学界为

了避免苏联式僵化的五种社会形态分期，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新性思考的产物。如罗荣渠先生认
为: “长期以来，由于用五种生产方式循序演进的历史发展图式来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马克思
主义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单线式的。”⑦ 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
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从宏观历史来
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发展既不是划一的，也不是同步的”⑧。

因为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所以国内的“现代化”理论有一个世
界历史的整体认识和分期框架，以 “从宏观上把握人类社会变迁的长过程所呈现的总趋势和一般特
征”。⑨ 它是这样划分世界历史发展的: 人类历史先后经历了原始生产力、农业 ( 包括畜牧业)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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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工业生产力三大生产力形态的转换过程。“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的
最一般的大阶段”: 前农业时代，即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三大生产力
形态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但又是有重叠而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农业—工业文明的演进上，又进一
步地将细化为四个阶段: 公元前 1000年—公元前 500 年的原始农业文明，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青铜
器与新石器; 约公元前 500—公元 1500 年的古典农业文明，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铁器，约 1500—
1800年 ( 由英国农业革命和欧洲商业革命开始) 原始工业文明，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虽仍是铁器，
但所用能源发生了从木材到煤的革命性转变; 约 1800 年开始的发达工业文明 ( 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
始) ，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大机器生产体系。①

在如何看待西欧、西方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对世界史分期造成的影响上，现代化论者秉承的
是一种两分法，即以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十九世纪以来盛行的以希腊、
罗马为古代世界的中心、以基督教文明为世界文明的主体的观点，是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的
反映。这是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实际的。”但 19 世纪之后， “资本主义欧洲崛起成为支配世界的 ‘中
心’，而前资本主义的亚非拉则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沦为依附于欧洲的从属地位。世界历史格局的大
变化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此。因此，不能把以欧洲作为近代世界历史发展出发点的任何观点都不加分
析地一概斥之为‘西欧中心论’……否定欧洲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历史主
义的”。② 现代化理论也承认，现代生产力在通过 “迅猛发展造成全球性的世界交往”的同时，也
“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了农业社会从属于工业社会的巨大发展差距……这种压迫产生强烈的民族
自觉的新意识，这是动员经济不发展和欠发展的国家 ( 民族 ) 奋起寻求发展新道路的强大内
压力”。③

进入 21世纪之后，国内现代化理论似又有新变化，主要是改用 “传统—现代”两分法，来重新
解释“五形态”。“马克思又不断完善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无疑属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范畴; 而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纳入现代工业
社会的范畴，它们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同阶段。”④ 在具体的世界历史分期上，也似更重视欧洲经验，
如将世界现代化历史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
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现代化的产生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只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才逐渐成
熟”。“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
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 ‘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
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 “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在这个
阶段上，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⑤

国内现代化学派的优点在于，它试图找到欧洲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内生历史动力与因果规律，并为
后发国家的发展战略服务。因此，在国内现代化学派的相关探讨中，既能深刻思考马克思所讲历史规
律的普遍性与各国家具体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也能辩证地看待欧洲的事实崛起与欧洲中心论的
区别。但与此同时，需注意到，现代化发展的叙事线索常集中于欧洲 ( 以及晚近的美、日) 历史:
现代化在西欧酝酿、启动、起飞或发展，然后在全球扩张，而其他国家则被迫追随。在这个宏大叙事
中，非西方国家仍旧是被动的、消极的，而西方文明则是积极的、扩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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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分期
就《世界文明史》中的“文明”而言，它“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

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①。
“分期”问题，同样是《世界文明史》编写体例上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世界文明史》对过去

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论特别是苏联式的“五形态”历史分期，进行了反思。苏联学者 “把生产方
式的理论用之于全世界的历史，建立了五种生产方式说，于是成了一种单线发展的理论，有削足适履
的毛病”②。另一方面，《世界文明史》同样试图避免欧洲中心论。它总结了以往的世界文明史写作，
认为 20世纪中期以前的文明史 “对不同文明的并列叙述则难以表现世界文明史的整体发展大势”，
而 20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 1500 年以后的世界文明史，虽然历史叙述的 “着重点”转向了文明彼
此之间的交流，却很容易表述为“西方文明、美国文明向全球的胜利大进军”，成为一种 “ ( 西方)
扩散— ( 非西方) 反应”的西方中心论论调。 “于是和外面的接触就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③

应该说，这些对苏联式的僵化五形态论与欧洲中心论倾向的世界历史分期批判，都是切中肯綮的。
基于以上对历史分期的反思和批评，《世界文明史》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 “根据生产

力发展变化来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依然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办法”，并将世界文明史分为 “农业文明时
代”与“工业文明时代”。

就“农业文明时代”而言，“各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农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农
业文明时代生产力发展缓慢，所以这一时代在世界各地都长达数千年”。同时，农业文明时代还可以
进一步被划分为“初级农业文明阶段”和“发达的农业文明阶段”，“以生产工具的铜器和铁器为划
分的标志”。

就“工业文明时代”而言，“生产力开始以蒸汽机的使用为标志……18世纪下半期英国开始的工
业革命，被认为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开始”。“工业文明时代”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工业文明的兴起”
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两个阶段。就后者而言，到 20世纪，欧洲实力有所削弱，美国文明强
势崛起，俄罗斯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也“达到了和西方国家差不多的水平”。“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原
来落后的农业文明，这时都在向工业文明过渡”。20世纪上半期以“电力、钢铁、化工为代表的第二
次工业革命”，20世纪下半期则以“原子能、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极
大提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率”。④

通过结合当下如中西方学界围绕“原工业化”“大分流”等问题讨论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世界
文明史》在避免西欧中心论导向的文明观方面的努力是明显的，认为 “在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文明中，
潜藏着自主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但同时，《世界文明史》又承认 “工业化是从西欧，主要是从英
国开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这可能和西欧文明的特殊性有关”。⑤ 这就导致了一种既要
反对西方中心论，又要承认西欧文明因具有 “特殊性”才可以发展工业化，并因而领先世界历史的
逻辑困境。由此导致在写作篇幅与比重上，特别是工业文明以来，仍不得不以西欧文明为重心，如
“工业文明的兴起”部分共计 557 页，其中关于欧洲、北美的内容有 315 页，占 57%; 关于亚、非、
拉的内容有 242页，占 43%。⑥

对于解决世界文明如何从分散到一体这个问题，文明史秉持的仍是一种 “文明—扩散”的逻辑
思路，而“西方文明”在“历史事实”上的领先，也让这一逻辑思路成了 “ ( 领先的西方)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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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非西方文明) 扩散”的具体实践。如非西方国家与地区，“在向工业化过渡的道路上却遇到了很
大的困难，这一困难一方面是文明本身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必然会发生的，另一方面却是
文明传播中所遇到的”。“西欧的工业文明已经以其强有力的姿态，以其带有侵略性的势头，开始向
其他各地传播了”，但因为 “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的 “拒斥”和 “西方文明国家并不愿意把他们
的先进文明传播”，而“意在进行侵略”。所以，“传播也理所当然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冲突”。①

四、怎样破解世界历史分期难题

在 20世纪国内外围绕世界历史分期的讨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隐约的对应关系: 如国
内苏联通史模式与国外的安德森过渡期分期论，如国内强调联系的吴齐本世界史与国外的世界体系—
全球史，如国内的“现代化—文明史”与国外的 “现代性三段论”等。唯一对应不上的是后现代主
义的分期观。但即使在国外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分期观也主要局限在理论探讨领域，还未真正深入史
学的实践，所以也可理解这个不同。从 20世纪中西方世界历史分期的讨论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共同趋势: ( 1) 基于西方中心论的 “古典 ( 古代) —中世纪—现代”的三段论分期，已渐呈颓势。
( 2) 承认世界历史存在一个从孤立、分散到日益联系紧密的趋势，因而从 “互动” “联系”角度划
分世界历史的做法呈上升势头，却仍需继续深入探讨 “互动” “联系”发生的因果机制。 ( 3) 中西
学界都存在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演进规律的论说、以分析反思苏联式阶级斗争推动社会
形态更迭分期的努力。( 4) 在世界历史分期上，如何正确区分欧洲在 “历史事实”上的崛起，与将
其崛起经验抽象化为某种信仰或普世价值的“西方中心论”，仍是中西学术界面临的共同的理论热点
和难点。( 5) 认为分期是史家主观 “情节” “结构”的后现代分期论，虽然有瓦解现代性三段论分
期，为边缘群体在世界历史中 “赋权”等客观作用，但其碎片化、任意性的主张，仍不为大多数从
事世界历史实践研究的中外史家所接受。

但是，中西方学界在分期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第一，西方主要是通过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
义来解构现代化概念与分期，而中国学界则主要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通过强调传统与现代之
间的连续性，通过在世界古代史中加大对 “非西方”、在现代史中加大对第三世界作用的实践研究，
来反对欧洲中心论分期。第二，出于总结先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经验的需要，国内
学界对“现代化”经验仍比较重视，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历史仍然是中国世界史领域的一个重要
流派。而国外学界则开始着力摆脱民族—国家、文明—扩散的现代性叙事框架，转向强调 “互动”
“联系”的全球 /世界史。

综合中西方各学派的看法，大致上可以得到一种世界历史分期整体认识的 “理想类型”或 “公
约数”: ( 1) 1500年之前以希腊罗马为中心当然是不对的，因为还有西亚、北非、东亚等多文明，所
以它应该是多中心的。( 2) 1500年以后一直到二战，还应是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因为欧洲崛起
或者西方领先于东方的大分流是事实，其他非西方国家被裹挟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也是事
实。( 3) 二战之后，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打破殖民枷锁，赢得了独立，真正进入一个多极的世界。
( 4) 整体上世界历史呈现出一个从分散到紧密联系为一体的发展趋势，通过重视各阶段各个文明、
民族、地区、帝国 /国家，甚至个人的相互“联系”，可以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模式。

那么，这种世界历史分期认识上的 “最大公约数”，是否可以作为世界历史的跨文化分期来使
用呢?

相较于“古典—中世纪—现代”的现代性三段论与苏联式阶级斗争推动的五形态世界历史分期
而言，这种分期认识因其可以更多包含世界各地历史发展进程的多样性，故当然是一种积极成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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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应予以肯定。但它仍有如下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 世界
历史的融为一体，究竟是一种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还是只是一种 “史学假设”①? 也就是说，世界
历史逐渐从孤立、分散到日趋联系紧密的因果必然性到底在哪里? 第二，这种理想类型在历史分期上
的一种常见做法，是在“历史事实”上承认，渐趋紧密联系的 “现代世界”的发起者与奠基人是欧
洲或西方，因而相应地在历史分期上，使用一系列西方或者欧美事件来划分近现代世界历史，就变得
顺理成章。那么，在这种时间框架内，怎样正确区分欧洲或西方的 “事实”崛起与将其历史道路抽
象化为某种普遍历史规律的“西方中心论”，就成了一个必须要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第三，以上两
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于一点，就是由历史分期时间框架所反映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到底是否存在
一种普遍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在起作用? 欧洲历史是这种规律的个案，还是样板? 这种规律是否能从因
果必然性上解释世界历史从分散、孤立到日趋紧密成为一体的发展趋势?

这些疑问在国外学界也有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世界”的“历史化”只有在人与时代和发展状
况之间建立联系，才能更具说服力。而不仅仅是通过增加或者补充 “他者”，改变时间上的 “传统”
与“现代”对立的二分法来实现。② 另一种意见认为，世界历史分期的建立，必须要关注普遍因素，
并从因果上加以理解。而不是依赖某些文明内部的事件或政治改革来划分。同时，它必须兼容大众和
精英的活动。③

显然，合理的世界历史分期方案的制订，仍需要与“世界”何以为 “世界”、“世界历史”何以
为“世界历史”的因果机制探寻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将西方崛起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历，
都转变为可以为普遍因果必然性规律所解释的个案，才能真正地反思西方中心论，才能真正地为世界
历史找到合适的分期方案和时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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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Effect of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of
Labor Force in the Post－demographic Dividend Period

Zhang Xixi Zheng Shan ( 63)

In the crucial closing stage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it is an effi-
cient way to deal with the wan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by studying rational and orderly flow of
labor factors adapted to other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er－provincial movement of labor
in China shows a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clustering and dispersing． The provinces
with a net outflow of popul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present a tightly connected pattern，forming
a depression of labor conglomeration． The western region reveals a weak labor conglomeration
situation under the policy traction mechanism．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population size，
price index and price－to－income ratio have increased the interprovincial inflow rate of labor，
while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intensity，medical service levels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have
hindered labor inflow in the province． According to indirect effects，industrial structure，FDI
concentration level and per capita green space area have a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and
price indices and waste disposal rates have a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and considering that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still facing serious recession pres-
sur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flow
of labor force in China．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World Histor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Li Youdong ( 92)

Since the 20th century，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ans have concerned about the periodiza-
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 representative phasing schemes in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include
four stages． The first is the“ancient －medieval －modern”syllogism staging，which embodies
“modernity”． The second is the“world system”and“global history”，which mainly takes com-
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as the logical link． The third is Perry Andersons“transitional peri-
od”staging，which represents the western Marxist thought． The fourth is the post－modernism
stage，which mainly reflects the fragmentation in history． The domestic representative staging
schemes include three stages． The first is staging world history with the evolution of“social for-
mation”as the main lin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Soviet world history． The
second is Wu Yujin－Qi Shirongs practice in compiling world history，taking connections as its
main logic． The third is the stages of modernization－civilization history． The above staging shows
consensuses in world history period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this paper argues that
historians still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whether there are universal laws in world history staging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world history perio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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